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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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24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结合SBM模型测度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通过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探讨该空间效应的异质性特征并揭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地区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本文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同时提升本地区和邻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对邻区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远高于本地；对位于东部地区、城市规模大以及交易市场正常运行的城市而言，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发展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以达到提升地区绿色经济增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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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lanced panel data of 249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8, combined with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measured by SBM model, this paper deeply investigates the direct effect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rough Spatial Durbin model, and discusse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is spatial effect in different regions, city scale and marketization degree. It also reveals the specific pa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o promote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end. It’s found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can promot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local and adjacent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green development in adjacent regions is even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local regions, showing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For citie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with large city scale and normal trading markets, the green development promotion eff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but for citie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with small city scal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ill worse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djacent regions.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ainly enhanc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o promote regional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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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加强的环境与资源约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换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并首次提出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迫切要求，这意味着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成为新的发展目标，推动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成为重要趋势。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不再局限于GDP增长率，取而代之的则是能够体现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技术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1]。受制于现阶段中国持续恶化的环境约束，将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到测算过程中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与当前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为契合[2]，被视为衡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如何有效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当今焦点问题。
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来提高偏向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效率，从而达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3]，因此推动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知识产权保护是维护技术市场稳定并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它能够规范技术交易市场，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提供技术信息交流平台，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并最终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4]，因而，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在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突出，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在区域间产生非对称性影响，从而展现出特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考察知识产权保护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该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考察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能否实现，还能够验证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能否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得到发挥。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出发探究地区绿色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因，弥补现有文献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其次，本文首次将经济增长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关联性纳入研究当中，揭示了被现有文献忽略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科学准确地评估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本文分别从重点指标的构建，研究样本的细化以及样本数据的更新等方面都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改进，使研究结论更加贴合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
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1节展开文献评述并提出本文研究假设；第2节阐述模型设定、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第3节报告并分析计量回归结果；第4节阐述结论与政策建议。
1.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评述
现有文献围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广泛研究，绝大部分研究视角集中于FDI [5-7]、环境规制[8-11]、财政分权[12-14]、金融发展[15-16]、产业集聚[17-18]以及“一带一路”[19-22] 等因素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质上得益于偏向清洁生产和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但由于技术创新往往以无形的信息、知识等形式出现[23]，带有明显的正外部性特征，需要通过特定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其所有权归属进行认可和保障，才能促使企业具有充足的创新激励，为技术效率的提升提供不竭动力。但现有研究并未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为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学术界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学者们首先从国家角度出发，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与国别有关，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往往有助于保障产权利益，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宽松的专利制度更有助于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学习。Helpman[24]使用南北模型验证了实行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有效改善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能会明显阻碍南方经济发展。Schneider[25]利用47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在发达国家更为显著。Hu et al. [26] 利用东亚五个“后发”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后发国家创新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王华[27]利用27个发达国家和57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总体上有利于促进该国技术创新,但发达国家实施的严厉知识产权保护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Ivus et al. [28] 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加强专利保护会保障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其进行技术许可，可能会削弱本国企业的模仿和适应性。陈雁和张海丰[29]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高强度专利保护制度不利于该国进行技术追赶和技术创新。邓雨亭和李黎明[30]测度了52个国家的专利保护强度，认为不同收入群体的国家适应不同程度的专利保护水平，并且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专利保护的社会总体福利效应会转变为创新激励效应，继而推动经济发展。也有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国，探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省域和企业创新的影响。胡凯等[31]通过1997-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促进省际技术进步。李静晶和庄子银[32]通过2013年省级截面数据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区域经济和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省域差异，在发达地区呈现促进作用，在欠发达地区呈现抑制作用。
现有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视角有待拓宽。现有研究缺少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探讨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反之，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效应研究多局限于地区创新技术水平和企业创新能力，未能进一步回答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技术创新如何体现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上。其次，研究对象有待细化。多数研究以跨国数据为基础进行国别比较研究，针对中国，尤其是中国省市层面的研究仍然较少，留下极大的研究空缺。另外，现有中国专利保护的区域性研究全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虽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却能够凭借其无形的特性突破地理因素的阻隔，从而使区域间知识产权保护呈现出空间关联性特征，但令人遗憾的是，现有研究皆未考虑空间关联因素，导致相关研究仍停留在对二者直接关系的讨论上，最多也只延伸到对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异质性探讨。最后，研究指标不够合理且研究数据有待更新。绝大部分研究采用体现国别专利保护程度差异的GP指数来研究中国区域问题，实际上并不合理；另外，现有研究仍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并且数据最新仅到2013年，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中国国情从而提供合理科学的研究启示。
基于此，本文首次从中国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关联性视角出发，通过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出中国249个城市2004—201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对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以及对相邻区域的溢出效应。本文还试图探究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提升效应在不同地理区位以及经济区位关系上的差异性，并进一步剖析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提升途径。
1.2 研究假设
与技术创新关联紧密的技术交易市场，本质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要素投入市场，它不仅能够为实现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提供平台，还能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场所[31]。当地方政府不断提升辖区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技术交易市场正常有效运行，不断提高处理知识产权纠纷事件的效率和能力时，企业对本地行政司法机构有关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信心得到增强，有利于辖区内技术交易规模的扩大以及效率的提高，使创新技术真正服务于提高地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保障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稳定运行还能够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从而达到促进地方绿色经济发展的效果[23]。企业能够通过及时的专利成果交易，出售未能满足该企业目标市场需求的成果，弥补部分损失，并且能够在市场上购买现有的创新专利成果，避免研发过程中的各类风险，从而缩短企业产品研发周期并加快成果商业化步伐，促进地方科技水平整体化提升，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知识作为一项重要的研发投入要素，其可交易属性使得知识成果转化成为知识产权后，能够在技术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与此同时，其无形性特征，更是能够使其在空间单元之间进行无意识的流动和交换，从而形成特定的智力成果，促进区域技术水平和经济的增长。因此，知识在各个省市间的流动并非相互独立，特定省市内的知识流动量极大程度会受到其他邻近省市经济行为的影响[33]，如果忽略知识流动所引致的空间相关性可能会极大低估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效应。除了知识本身的空间溢出特性之外，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互动行为也会影响地区间的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政策时，不仅会考虑本地区的现实情况和实际条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借鉴邻近地区的相关举措，在双方不断的策略式博弈过程中形成资源不定向流动，因此本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会受到本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影响，还将受到邻近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间接影响，体现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溢出效应。
具体而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变化项（TC）与技术效率变化项（EC）构成，二者共同决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技术进步表示在特定生产要素投入情况下，生产函数的前沿移动，即对原有生产技术进行改进，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在原有投入条件基础上加入新的知识、技能以及创造发明，从而实现生产技术的创新。技术效率表示在特定的生产函数下，所获得的实际产出与前沿边界（最大产出）的离差，能够体现对现有技术的利用水平，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的资源配置状况。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规范技术市场交易行为，提高知识产权纠纷的处理效率，有利于加速知识产品商业化，并推动创新技术真正运用到企业生产活动中去，从而促进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生产管理效率和生产经验积累都不会受到明显影响，要素投入结构以及员工个体素质也不会在短期内产生较大变化，技术效率的提升可能并不显著。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研究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提升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果。
研究假设2：在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下，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地区技术的进步，而非技术效率的提升。
2.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本文聚焦于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关联性特点，并试图探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当地以及邻近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双重影响。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SEM）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各个模型的侧重点都不尽相同。SLM模型侧重考察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SEM模型侧重考察误差项的空间相关性，SDM模型能够同时考察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考虑到空间杜宾模型更为契合本文的研究思路，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化简为前两种模型，本文构建以下空间杜宾模型：

其中，表示城市i在第t年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示城市i在第t年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为本文主要关注的变量。是由能够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组成的集合向量。代表空间权重矩阵，反映城市个体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为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滞后项，为解释变量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滞后项，为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性。为个体固定效应，为年份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在普通计量模型中，回归系数能够直接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但是在空间计量模型中，由于空间滞后项的存在，回归系数不再能直接反映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需要通过偏微分矩阵方法将其空间关联性考虑在内，将其影响进一步划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溢出效应），从而获取更精准的估计结果[34-35]。因此，后续本文会通过偏微分矩阵方法将知识产权保护的效应进行分解，进一步捕捉其本地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2.2 变量说明
2.2.1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索洛余值法、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因其在测算过程中无需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并且容易操作等优点成为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测算方式。更重要的是，数据包络法能够在测算过程中通过非参数方向性距离函数同时纳入期望产出（经济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环境产出），突出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甚至改善环境状况”的绿色发展本质[6]。在数据包络法中，基于产出距离函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以及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SBM）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为主流的测算指标。其中，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与另外两个指标相比，解决了“径向”和“角度”问题,是目前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为广泛认可的方法[36]。因此，本文根据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并结合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来测算中国249个城市2004—201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说明的是，该方法计算出来的实际上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我们再通过累乘方法[37]计算出最终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本文还根据Molinos-Senante的分解方法将Luenberger指数分解为代表技术利用效率变化（EC）的部分和代表技术进步（TC）的部分，并同样通过累乘方法计算出最终结果，从而进一步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具体路径。
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需确定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等指标。要素投入主要包括劳动、资本以及能源投入，参考前人文献做法，本文选取城市就业人数、永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以及城市用电总量作为投入变量。城市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方面，除了学者们普遍纳入的城市工业烟尘排放量、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等指标，本文还创新地纳入PM2.5作为污染排放的指标，使污染排放的衡量指标更契合现阶段国际社会的关注重点。
2.2.2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保护程度（PT）
现有使用最为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衡量指标为Ginarte和Park提出的专利保护指数（简称GP指数），主要从各国专利保护覆盖范围、是否为国际专利保护公约成员、专利保护期限、执行机制以及对专利权人的限制等五个方面为122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保护程度进行了评估[38]。随后，也有中国学者延续GP指数的测算思路，引入“各地律师占比” [32]以及“公众专利保护意识”[30]等因素对GP指数进行重构。然而，本文认为用GP指数研究中国国内的地区问题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GP指数的构建本就依托于跨国数据，由于各国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用其进行国别比较研究能够较为精准地突出专利保护强度差异的效果，但用以刻画一国范围内地区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并不合理。另一方面，GP指数以及被后续学者拓展的GP指数的重点都在司法法律方面，但是对中国这个立法权高度集中的国家而言，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立法本身就是国家宏观层面的行为，城市间甚至省域间都不存在明显的司法差异，因此无法用以对更为细分的城市层面样本进行研究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间的司法差异并不显著，知识产权保护的区域性差异应该更多体现在地区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和效率上，而相关行政执法的重要场所则是与技术创新密不可分的技术交易市场[31]。技术交易的本质是承载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在所有权和利益分配上的转移，技术交易市场能否正常运行以及是否受到交易双方的信赖从根本上取决于当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情况。因此，本文借鉴胡凯等[31]和李爽[23]的做法，从知识产权保护的结果出发，选取当地技术交易市场成交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代理变量。该指标的优点在于，一方面它避免了指数评价法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因人而异的主观性与非全面性，另一方面它从结果导向出发，涵盖了知识产权成果交易过程中的各种综合条件，不必再追溯并度量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所有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因素，更具客观性和准确性。由于国家统计局对于技术交易市场成交额的数据统计仅在省级层面，为了同时保证省域间城市群体的统一性，又突出省域内城市间的差异性，本文借鉴戴觅等[39]的处理思路，将各城市GDP占省份GDP比重作为权重，并与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相乘得出各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本文还将各城市就业人数占比作为新的权重，重新计算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作为稳健性检验。
2.2.3控制变量
根据前人研究，本文包含以下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GDP）：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变量计算中会使用到城市GDP指标，为避免出现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本文选取GDP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2）产业结构（IS）：以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值表示；（3）外资开放度（FDI）：以城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表示；（4）财政分权（Fd）：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占GDP比重表示；（5）人力资本（Humcap）：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在当地总人口的占比表示；（6）金融发展水平（Finan）：以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表示。
2.2.4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定义了各单元之间的空间关联度，主要分为基于邻接性和基于距离构建的权重矩阵。考虑到本文研究样本数量大且分散范围广，邻接型地理权重矩阵并不能很好的刻画不同省域内样本单位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基于距离构建的权重矩阵进行研究分析。具体而言，本文通过经纬度计算出样本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构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1，以此作为基准矩阵，本文还计算了反距离矩阵W2。除了狭义的地理距离外，经济关联性也能使城市个体间的经济表现更为相似，因此本文还根据样本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距离（GDP的差额）构造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3，以及消除规模效应（人均GDP差额）的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4，作为稳健性检验。
2.3 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有效性以及完整性，本文最终整合了中国249个地级市在2004-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以此作为研究分享的基础。 本文所使用的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个别城市缺失了部分数据的都通过各省县域统计年鉴及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齐。所有名义变量都通过相应价格指数调整为以2001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值。
由于中国国内对PM2.5数据的监测统计开始较晚，本文使用的PM2.5数据来自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团队，该团队通过GEOS-Chem化学运输模型对地表PM2.5进行的测算，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对全球地表PM2.5进行校准，该数据清晰度高且与中国PM2.5形势基本吻合，是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数据来源。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缩写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bookmark: _GoBack]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2.076 6
	1.211 8
	3 735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PT
	0.117 1
	0.807 3
	3 735

	经济发展水平
	GDP
	11.381 8
	4.201 7
	3 735

	产业结构
	Is
	1.368 9
	0.565 2
	3 735

	外资开放度
	FDI
	0.020 9
	0.021 0
	3 735

	财政分权
	Fd
	0.068 1
	0.028 2
	3 735

	人力资本
	Humcap
	1.779 2
	2.323 6
	3 735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
	0.843 1
	0.516 3
	3 735


3.实证结果与分析
3.1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先用全局Moran’s I指数对各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具体的计算方式如下：

where ,
其中，和分别代表区域i和区域j的观测值，n代表总的区域数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指数取值范围在-1和1之间，-1≤Moran’s I＜0表示空间正相关，0＜Moran’s I≤1表示空间正相关，等于0则表示空间无序状态。
根据上述公式并基于地理权重矩阵W1，本文计算2004—2018年中国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知识产权保护的Moran’s I指数，如表2所示[footnoteRef:2]。从表2可以看出，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Moran’s I指数在研究区间都显著大于0，证明了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行为都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是随机无序的，也从侧面反映了基于空间关联角度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的必要性。 [2:  文中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Moran’s I指数计算以城市为样本单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Moran’s I指数计算以省际为样本单位，主要是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的计算本质上源于省际层面的数据，以城市为单位不会在本质上改变空间关联性结果，并且用省级数据能够更好地凸显出省际专利保护强度的差异性和趋势性。本文也以城市为单位进行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Moran’s I指数的计算，结果与前述一致，备索。] 

表2 全局Moran’s I指数
	年份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知识产权保护

	
	Moran I’s index
	P value
	Moran I’s index
	P value

	2004
	0.012**
	0.049  
	0.136***
	0.003

	2005
	0.029***
	0.000 
	0.145***
	0.001

	2006
	0.033***
	0.000 
	0.125***
	0.002

	2007
	0.023***
	0.000 
	0.121***
	0.001

	2008
	0.030***
	0.000 
	0.107***
	0.002

	2009
	0.017***
	0.009 
	0.108***
	0.001

	2010
	0.010*
	0.084 
	0.080***
	0.002

	2011
	0.013**
	0.043 
	0.083***
	0.002

	2012
	0.019***
	0.004 
	0.079***
	0.003

	2013
	0.016**
	0.017 
	0.064**
	0.020

	2014
	0.032***
	0.000 
	0.085***
	0.010

	2015
	0.05***
	0.000 
	0.093**
	0.016

	2016
	0.048***
	0.000 
	0.090**
	0.022

	2017
	0.026***
	0.000 
	0.091*
	0.054

	2018
	0.021***
	0.002 
	0.070**
	0.029


为了进一步观察空间关联度的变化趋势，本文将二者Moran’s I指数的年份变化趋势用折线图画于图1。可以看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关联度整体上稳定在一个区间内，仅在2008年后有小范围的下降并在2013年后重新回归以往水平，这可能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有关，但并不影响区域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协同发展的特征。反观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正向空间关联特征一直存在，区域间的空间关联度却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行为上的“跟随性”不断降低，在辖区内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自主性”在不断提高，这也与刑瑞淼等[40]的研究发现是相契合的。他们对中国不同阶段的专利政策结构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中国专利政策在2002至2011年处于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阶段，在此阶段中国专利政策的最高词频关键词由以往的“申请”变成了“保护”，各地方政府响应中央政策文件的号召，自主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计划并开展专项行动以达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这也就解释了地区间知识产权保护空间依赖性不断下降的原因。自2012年开始，中国专利政策进入由专利大国迈向专利强国的全面治理阶段，此时知识产权“强省”“强市”等重点示范区成为提高知识产权质量的重要抓手，因此地区间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关联度又有所回升。
[image: E:\专利空间\趋势图1.png]
图1 时空关联变化趋势图
3.2全样本基准回归
在确定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空间相关性特征后，本文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对公式（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表3的（1）-（4）同时报告了SAR、SEM和SDM模型的回归结果以及Wald检验和LR检验值。Wald检验和LR检验的检验结果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选择SAR和SEM模型的假设，证明SDM模型是最优估计模型。在确定估计模型后，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该选取SDM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即以第（3）列的估计结果为准，本文也将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列示于第（4）列以进行比对。可以看出，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再次呼应了前文证实的，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确实存在正向关联。PT和W*PT的估计系数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为正，说明城市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对邻近区域的绿色增长也有积极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都有利于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金融贷款过度不利于地区绿色发展，而FDI和财政分权的本地作用并不显著。由于空间滞后项的存在，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并不能直接反映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因此本文继续将各变量的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见表4。
表3 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1)
	(2)
	(3)
	(4)

	
	SAR
	SEM
	SDM_FE
	SDM_RE

	PT
	0.346 9***
	0.300 5***
	0.285 5***
	0.238 4***

	
	(0.045 3)
	(0.044 5)
	(0.044 8)
	(0.037 9)

	GDP
	-0.007 2*
	0.017 8***
	0.018 0***
	0.019 8***

	
	(0.003 7)
	(0.004 1)
	(0.004 2)
	(0.004 3)

	Is
	0.285 3***
	0.405 7***
	0.400 4***
	0.382 8***

	
	(0.039 0)
	(0.041 5)
	(0.041 8)
	(0.040 5)

	FDI
	0.087 1
	0.121 0
	-0.749 5
	-1.153 1

	
	(0.828 5)
	(0.798 3)
	(0.841 6)
	(0.839 8)

	Fd
	1.056 7
	-1.242 1
	-1.221 6
	-0.971 7

	
	(0.816 0)
	(0.921 7)
	(0.925 1)
	(0.902 2)

	Humcap
	0.142 1***
	0.118 6***
	0.114 8***
	0.111 1***

	
	(0.019 5)
	(0.019 7)
	(0.019 6)
	(0.015 7)

	Finan
	-0.215 9***
	-0.382 6***
	-0.369 2***
	-0.338 6***

	
	(0.049 5)
	(0.050 9)
	(0.050 5)
	(0.050 0)

	W*PT
	
	
	0.431 2***
	0.393 9***

	
	
	
	(0.144 3)
	(0.148 0)

	ρ
	0.893 0***
	
	0.726 8***
	0.713 4***

	
	(0.019 7)
	
	(0.040 8)
	(0.042 4)

	λ
	
	0.948 2***
	
	

	
	
	(0.009 9)
	
	

	σ2
	0.432 1***
	0.418 2***
	0.413 6***
	0.443 7***

	
	(0.010 0)
	(0.0097)
	(0.009 6)
	(0.010 6)

	N
	3 735
	3 735
	3 735
	3 735

	R-sq
	0.138 9
	0.003 9
	0.280 8
	0.289 7

	Wald test Spatial lag
	184.58***

	LR test Spatial lag
	187.47***

	Wald test Spatial Error
	91.45***

	LR test Spatial Error
	85.53***

	Hausman test 
	235.82***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标准差，下表同。由于篇幅限制，表中未列示其他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性系数，备索。
从表4的效应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当地知识产权保护每提高1个单位，不仅会促进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289 5个单位，还能带动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773 2个单位，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进而也说明忽视空间效应的存在将会低估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对整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真实效果。同时，该结果也揭示了地方政府知识产权保护行为会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而展现出“正外部性”的利他特征，因而容易给邻区提供“搭便车”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利他性”也是相互的，这意味着随着全国各地知识产权保护自主性的提高，地方政府在停止策略式竞争行为并自发在管辖区域内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时，反而会带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加倍提升的双赢局面。

表4 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分解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PT
	0.289 5***
	0.773 2***
	1.062 7***

	
	(0.046 4)
	(0.198 0)
	(0.229 3)

	GDP
	0.017 5***
	-0.103 9*
	-0.086 3

	
	(0.004 0)
	(0.056 9)
	(0.057 2)

	Is
	0.403 2***
	-0.555 4
	-0.152 1

	
	(0.040 3)
	(0.709 1)
	(0.715 2)

	FDI
	-1.195 9
	-144.158 6***
	-145.354 5***

	
	(0.843 1)
	(41.314 5)
	(41.597 7)

	Fd
	-1.072 9
	44.644 3**
	43.571 4**

	
	(0.893 5)
	(19.366 2)
	(19.505 9)

	Humcap
	0.112 0***
	-1.240 9**
	-1.128 9*

	
	(0.019 7)
	(0.618 9)
	(0.623 6)

	Finan
	-0.372 4***
	-0.996 5***
	-1.368 9***

	
	(0.053 4)
	(0.254 8)
	(0.289 7)


3.3分样本回归
3.3.1区域异质性
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大，不同区域间的自然环境、要素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本文进一步将样本根据其所在地理区位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并对三个地区子样本进行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以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效果，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对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城市仍然十分显著，但是在中部和西部的城市样本中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城市由于经济社会发达往往是科技创新主体聚集地，大量前沿技术的汇聚与交流能够给当地绿色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驱动力，当地知识产权保护已与绿色经济发展形成了正向激励关系。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溢出效应方面，东部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仍然能够辐射到临近区域，带来范围经济的协同增长；在中部城市该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但特别的是，在西部城市样本中知识产权保护呈现出显著消极的溢出效应，这也符合西部城市匮乏的科技资源和整体科技水平较低的现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让其他企业减少模仿和学习的机会并在自主创新的路上走得更慢。
表5 地区异质性检验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PT
	0.228 7***
	1.189 1
	1.125 8*

	
	(0.051 9)
	(0.858 1)
	(0.614 6)

	W*PT
	0. 356 0**
	0.317 0
	-7.861 5***

	
	(0.016 0)
	(2.820 7)
	(2.404 3)

	ρ
	0.669 0***
	0.640 0***
	0.414 9***

	
	(0.051 7)
	(0.037 8)
	(0.078 0)

	σ2
	0.281 9***
	0.338 8***
	0.683 7***

	
	(0.055 5)
	(0.062 3)
	(0.207 1)

	PT
	直接效应
	0.234 2***
	1.235 9
	1.030 0

	
	
	(0.054 1)
	(0.892 2)
	(0.654 7)

	
	间接效应
	0.481 3***
	2.252 6
	-12.651 5***

	
	
	(0.157 9)
	(1.709 7)
	(3.564 3)

	
	总效应
	0.715 5***
	3.488 4
	-11.621 5***

	
	
	(0.198 1)
	(2.579 7)
	(3.809 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1 470
	1 530
	735

	R-sq
	0.256 7
	0.333 0
	0.360 0


注：由于篇幅限制，表格中省去了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以及效应分解，备索，下表同。
3.3.2城市规模异质性
城市规模往往与城市发展的资源丰裕程度紧密相关。最新版本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是国务院在2014年11月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该通知将中国所有城市根据人口数量划分为了五类七档。本文基于该划分标准并结合样本容量和特征，将样本数量较少的小型和中型城市并入大城市样本中，合称为大中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合并为超特大城市，这样既突出了城市规模的差异性也保持了样本量的平衡性，回归结果见表6第（1）-（2）列。通过对比不同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当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不同城市中一直显著存在，这也从侧面再次说明从经济发展的根本源头“技术进步”的角度发力永远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城市规模越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溢出效应越有益于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而在城市规模小且要素资源相对稀缺的地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会削弱邻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这说明，在先进科技资源匮乏的地区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强化信息流动的壁垒，反而不利于整个区域内的技术交流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这与区域异质性检验的结论是相呼应的。
3.3.3市场化程度异质性
考虑到知识产权在技术市场上的买卖交易在本质上是市场行为，这就意味着当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交易的法治环境等状况都会对知识产权交易额产生重要影响。市场化指数恰好是衡量上述市场属性的最佳指标，因此本文以樊纲和王小鲁编撰的中国省份市场化指数为基础，计算样本在所有年份的市场化指数均值以保证样本在不同年份里所属组别的统一性，随后根据所有样本均值的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市场化程度高和低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第（3）-（4）列。可以看出，不论在市场化程度高或低的样本中，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一直都是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知识产权保护对邻区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也都显著为正，只是在对本地和邻区的提升比例上有些许差异。从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来看，不论是对本地区还是邻近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知识产权保护都在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中显现出更为强烈的促进效应，这说明在市场发育情况较差的地区，改善知识产权交易环境并进行合理的保护，有利于当地的技术创新并能够有效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市场条件发展已较为完善的地区而言，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交易环节仍然能够促进当地和邻区的绿色经济发展，但是效果相较于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会小一些。
表6 城市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异质性检验
	
	（1）
	（2）
	（3）
	（4）

	
	超特大城市
	大中城市
	市场化程度高
	市场化程度低

	PT
	0.249 4***
	3.683 5***
	0.232 5**
	1.865 0**

	
	(0.083 5)
	(1.382 8)
	(0.091 9)
	(0.951 3)

	W*PT
	0.370 5***
	-11.355 6***
	0.347 5**
	1.751 8***

	
	(0.135 1)
	(3.651 1)
	(0.166 7)
	(0.435 8)

	ρ
	0.768 8***
	0.700 8***
	0.692 1***
	0.607 5***

	
	(0.043 3)
	(0.025 7)
	(0.032 3)
	(0.036 5)

	σ2
	0.296 9***
	0.454 0***
	0.270 9***
	0.583 0***

	
	(0.032 7)
	(0.082 1)
	(0.023 5)
	(0.131 0)

	PT
	直接效应
	0.259 7***
	3.586 3**
	0.238 5**
	1.919 8*

	
	
	(0.088 4)
	(1.449 0)
	(0.095 3)
	(0.987 8)

	
	间接效应
	0.887 4**
	-29.738 4**
	0.539 7**
	3.055 1*

	
	
	(0.407 9)
	(12.823 1)
	(0.225 7)
	(1.760 2)

	
	总效应
	1.147 1**
	-26.152 1*
	0.778 2**
	4.974 9*

	
	
	(0.480 7)
	(13.602 4)
	(0.315 4)
	(2.713 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 500
	2 235
	2 205
	1 530

	R-sq
	0.320 6
	0.336 3
	0.284 3
	0.277 1


3.4 稳健性检验
3.4.1替换矩阵
在本节中，本文将分别采取反距离权重矩阵W2、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3和剔除了规模效应的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4重新定义城市单元的空间关联并对公式（1）进行回归，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见表7第（1）-（3）列。可以看出，不论采用地理距离还是经济距离测度城市个体间的空间关联性，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对本地区和邻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展现出积极显著影响，并且对邻区的提升效应远高于本地区，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并非是由某种特殊空间距离衡量方式带来的，证明了结果的可靠性。
3.4.2更改指标计算方法
在本节中，本文用城市就业人数占比作为新的权重并重新计算各城市知识产权保护程度（PT_Worker），再次验证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另外，本文还尝试直接使用省级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即省内所有城市的权重全部取1），从而考察在忽视省域内城市间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后，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是否还存在，结果见表7第（4）-（5）列。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地和邻区绿色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并未受到指标计算方式改变的影响，仍然在5%以下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值得关注的是，当城市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城市所在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度时（PT_Province），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明显高于邻区，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中邻区的提升效果远超本地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这说明如果仅仅考虑各省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而忽视省内城市间的差异，会极大地低估知识产权保护的溢出效应从而得出并不准确的结论，这也从侧面突出了以城市单元而非省级单元进行空间关联性研究的必要性。


表7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反距离权重 矩阵W2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3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4
	PT_Worker
	PT_Province

	PT
	0.298 7**
	0.283 6***
	0.312 5**
	0.288 9***
	0.323 8**

	
	(0.138 6)
	(0.070 0)
	(0.154 3)
	(0.110 3)
	(0.155 5)

	W*PT
	0.417 8*
	0.337 4*
	-0.081 8***
	0.407 7*
	0.080 5***

	
	(0.222 9)
	(0.205 0)
	(0.013 0)
	(0.223 6)
	(0.011 5)

	ρ
	0.829 2***
	0.800 4***
	0.302 3***
	0.828 2***
	0.282 2***

	
	(0.025 7)
	(0.030 6)
	(0.047 2)
	(0.026 0)
	(0.044 3)

	σ2
	0.398 3***
	0.388 0***
	0.447 4***
	0.399 2***
	0.449 5***

	
	(0.060 3)
	(0.056 0)
	(0.065 2)
	(0.060 7)
	(0.065 3)

	PT
	直接效应
	0.310 8**
	0.291 7***
	0.291 8**
	0.299 7***
	0.333 4**

	
	
	(0.145 6)
	(0.073 0)
	(0.123 9)
	(0.115 9)
	(0.161 4)

	
	间接效应
	1.519 5*
	1.161 9***
	0.808 8**
	1.457 6**
	0.123 9*

	
	
	(0.784 8)
	(0.325 7)
	(0.349 5)
	(0.650 3)
	(0.064 7)

	
	总效应
	1.830 4**
	1.453 5***
	1.100 5**
	1.757 3**
	0.457 2**

	
	
	(0.919 3)
	(0.380 3)
	(0.468 5)
	(0.754 6)
	(0.220 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735
	3 735
	3 735
	3 735
	3 735

	R-sq
	0.224 1
	0.301 2
	0.230 9
	0.223 3
	0.245 1


3.4.3内生性问题
为了尽可能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IV），使用空间GMM（SPGMM）进行回归，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为0.1632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再次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确有利于地区绿色经济增长，并且说明该结论并非是由某些潜在内生性因素所致[footnoteRef:3]。 [3:  由于篇幅限制，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未列示文中，备索。] 

3.5 进一步分析：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由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EC）与技术进步变化（TC），为了进一步探究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本文分别将技术效率变化项和技术进步变化项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同时利用地理距离矩阵W1和剔除规模效益的经济距离矩阵W4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和溢出效应再次进行检验，结果见表8。
从第（1）和（2）列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有效激发本地及邻区的技术进步，并且该促进作用也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该结果说明，区域间地方政府的知识产权保护行为具有显著的执行互动性，当地方政府都进行合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城市层面的绿色技术进步能够获得显著提升并最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大小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邻区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超过本地，这就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呼应，该结论再次表明，地方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上，应避免“搭便车”行为，各方都自主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够带动区域创新技术的共同进步，最终形成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双赢局面。从第（3）和（4）列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不显著，这表明区域间知识产权保护并未有效推动本地技术效率的增长，也并未引发相应的溢出效应，对邻区的技术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综合二者的结果，可以看出，区域间知识产权保护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推动地区技术进步达到的，而技术效率提升的贡献明显偏弱，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原因在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为知识产权交易营造良好的交易环境，使得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转移和利益分配等环节都能够得到有力保障，附着在产权之上的创新技术能够立即转化为地区技术进步的推手，继而推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此过程中，知识产权所蕴含的技术本体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各项投入的产出，因此技术效率并不会有显著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相对薄弱。
表8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1）
	（2）
	（3）
	（4）

	
	TC
	EC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PT
	0.018 3**
	0.001 0
	0.197 1
	0.191 1

	
	(0.007 1)
	(0.008 6)
	(0.154 4)
	(0.146 6)

	W*PT
	1.387 9***
	0.240 7*
	0.071 4
	-0.013 0

	
	(0.349 3)
	(0.127 9)
	(0.082 9)
	(0.168 4)

	ρ
	0.831 4***
	0.529 2***
	0.718 7***
	0.184 3***

	
	(0.018 3)
	(0.039 9)
	(0.033 3)
	(0.032 3)

	σ2
	0.023 4***
	0.025 4***
	0.801 0***
	0.829 2***

	
	(0.004 2)
	(0.004 5)
	(0.120 2)
	(0.121 5)

	PT
	直接效应
	0.046 6***
	0.023 2*
	0.204 3
	0.197 4

	
	
	(0.010 0)
	(0.013 7)
	(0.159 7)
	(0.151 3)

	
	间接效应
	8.168 9***
	0.487 0**
	0.531 5
	0.043 8

	
	
	(1.721 8)
	(0.244 0)
	(0.435 0)
	(0.035 7)

	
	总效应
	8.215 5***
	0.510 2**
	0.735 8
	0.241 3

	
	
	(1.728 7)
	(0.254 8)
	(0.590 7)
	(0.185 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3 735
	3 735
	3 735
	3 735

	R-sq
	0.340 7
	0.311 3
	0.057 2
	0.058 0


4.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背景下，从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出发，系统研究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显得极为重要。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发展差异明显，但创新技术和专利信息凭借其无形性特征能够无视任何地理阻碍，经济效应能够辐射不同区域，因此研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发展效应时应当充分考虑空间关联因素。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249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验证了中国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深度考察中国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同时，本文还从地区异质性、城市规模异质性以及市场化程度异质性等角度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发展效应在不同子样本下的表现，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最后，本文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途径。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其一，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知识产权保护都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性，并且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关联度随时间呈现降低趋势，说明地方政府“跟随性”特征逐步消失，知识产权保护的自主性不断提高。其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同时促进本地以及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对邻区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远高于本地。本文还发现如果仅考虑省际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而忽视省内城市间差异，会极大地低估知识产权保护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效果。其三，对于位于东部地区、城市规模大以及交易市场正常运行的城市而言，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发展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位于西部地区以及城市规模偏小的城市而言，知识产权保护的溢出效应会恶化邻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其四，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提高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该继续强化地方政府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主意识，避免盲从的“跟随性”和“搭便车”心理，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在司法和行政执法环节中的高效、公平和合法性，充分激发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发展促进效应，从根本上为偏向清洁生产和环境友好的技术在萌芽和发展过程中保驾护航；第二，地方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地区异质性，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东部地区以及城市规模大的地方政府应当充分把握其丰富的技术资源和人才储备力量，营造良好的研发创新环境并积极高效有序地保障知识技术创造者的合理合法权益，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从而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注满动力。对于中西部地区以及规模较小的城市而言，应该加强对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的资金和政策支撑力度，积极建立与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之间的技术帮扶关联，强化地区间的技术交流和信息流动，使科技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获得更多技术模仿学习的机会。同时，可以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西部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相结合，以点带面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应该在整体上重视区域间的空间关联机制，努力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要素市场分割等无形壁垒，进一步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区域间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最终形成全国范围内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共赢局面。

参考文献
[1] 冯严超，王晓红，胡士磊.FDI、OFDI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21，29(12): 81-91. 
[2] 余泳泽，杨晓章，张少辉.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转换特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36(6): 3-21.
[3] 齐绍洲，徐佳.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4): 134-144.
[4] 操龙升，赵景峰.专利制度对区域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专利保护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9(5): 97-103.
[5] 王恕立，王许亮.服务业FDI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12): 83-93.
[6] 傅京燕，胡瑾，曹翔.不同来源FDI、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国际贸易问题，2018(7): 134-148.
[7] Yu D，Li X，Yu J，et al. The impact of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ci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1，290: 112666-112666.
[8] 黄庆华，胡江峰，陈习定.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难还是双赢?[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 140-149.
[9] 李鹏升，陈艳莹.环境规制、企业议价能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财贸经济，2019，40(11): 144-160.
[10] Zhao M, Liu F, Sun W,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77 C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17(15): 5287.
[11] Li X, Xu C, Cheng B, et al.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mprov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Cities? A Threshold Effect Analysis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1,18(9): 4828-4828.
[12] 李斌，祁源，李倩.财政分权、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方法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6(7): 119-129.
[13] 伍格致，游达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J].管理工程学报，2019，33(1): 37-50.
[14] Song K, Bian Y, Zhu C, et al. Impacts of dual decentraliza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0, 27(12): 1-15.
[15] 张帆.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7(9): 154-167.
[16] Xie R, Fu W, Yao S, et al. Effects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cities: Insights from an empirical spatial Durbin model[J]. Energy Economics, 2021, 101: 105449.
[17] 陈阳，唐晓华.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城市等级视角[J].财贸研究，2018，29(1): 1-15.
[18] 黄庆华，时培豪，胡江峰.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例证[J].改革，2020(1): 87-99.
[19] 齐绍洲，徐佳.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4): 134-144.
[20] 刘钻扩，辛丽.“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中国重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2): 87-97.
[21] Liu Z, Xin L. Ha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d it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primary provinces along the route[J]. Energy Policy, 2019, 129(C): 360-369.
[22] Chen Y, Liu S, Wu H, et al. How ca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contribute to glocal low-carbon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56(C), 120717.
[23] 李爽.专利制度是否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基于专利保护强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J].财贸研究，2017，28(4): 13-24+42.
[24] Helpman E. Innovation, Imit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 Econometrica, 1993, 61: 1247—1280.
[25] Schneider P H.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panel data study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78(2): 529-547.
[26] Hu M C, Mathews J A.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in East Asia [J]. Research Policy, 2005, 34(9): 1322-1349.
[27] 王华.更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吗?[J].经济研究，2011，46(S2):124-135.
[28] Ivus O, Park W G, Saggi K. Patent protec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multinational activity: Evidence from US multinational firm[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7, 48(9): 808-836.
[29] 陈雁，张海丰.专利保护强度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理论、历史与逻辑[J].管理学刊，2018，31(4): 10-16.
[30] 邓雨亭，李黎明.面向国家创新体系的专利保护强度影响因素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1，39(7): 1229-1238.
[31] 胡凯，吴清，胡毓敏.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技术交易市场视角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12，38(8): 15-25.
[32] 李静晶，庄子银.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科学学研究，2017，35(4): 557-564.
[33] 白俊红，王钺，蒋伏心，李婧.研发要素流动、空间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7，52(7): 109-123.
[34] Le Sage J P, Pace R K.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M]. Boca Raton， US: CRC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9:19-44.
[35] Elhorst J P. Matlab Software for Spatial Panels[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14, 37(3): 389-405.
[36] 王兵，吴延瑞，颜鹏飞.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10，45(5): 95-109.
[37] 原毅军，谢荣辉.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Luenberger指数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8): 84-93.
[38] 魏浩.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12): 23-41.
[39] 戴觅，张轶凡，黄炜.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J].管理世界，2019，35(6): 56-69.
[40] 邢瑞淼，闫文军，张亚峰.中国专利政策的演进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1，39(2): 264-273+294.



作者简介：方紫薇（1995-），女，湖北武汉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区域经济；陶爽（1993-），通信作者，男，湖北宜昌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环境经济；郑德昌（1996-），男，山东日照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公司金融。
image1.png
Moran's T36%

.

.08

FELEEEFR
—— SRR

2006

2008

2010

T
2012




